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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音乐思想研究 

杨兆贵 1，李倩宁 2
 

（1.澳门大学 教育学院，中国 澳门；2. 圣三一拉邦音乐舞蹈学院，英国 伦敦） 

摘 要：《乐记》《乐论》《史记·乐书》对音乐理论持相同看法的部分，可视为先秦汉

代儒家对音乐理论共同看法的表述。学者研究司马迁的音乐思想，一般只根据《史记·乐

书》一文，但该文是否司马迁亲笔所写，历来争论不休。《史记·乐书》从开头到‚世

多有，故不论‛应是司马迁所写，其内容反映了司马迁的音乐思想；其他部分的内容与

《乐记》相同，即便是‚司马迁的草稿‛，也不能反映其对音乐的独特看法。《史记》其

他篇章记载的与音乐相关的史事都能反映司马迁的音乐观。司马迁的音乐思想主要有：

唐舜、西周既是政治理想的时代，又是音乐的理想时代；以节制私欲为制乐原则；音乐

与政治有密切关系，政治良寙导致不同类型的音乐出现；音乐与民情民俗有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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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音乐发展源远流长。自商周以来，乐器、乐律等都有发展 [1]。先秦至汉代，思想家

们不断建构、修正、发展音乐理论。值得注意的是，从现存材料来看，先秦、汉代的音乐思

想不是单纯地从音乐角度论述音乐理论的，而主要是从政治、社会、教化等角度阐述的。《史

记·乐书》‚太史公曰‛所说：‚夫上古明王举乐者，非以娱心自乐，快意恣欲，将欲为治也。‛①

这可谓一语中的。司马迁对音乐理论有较高的造诣，也有一套理论，然而学者在研究时往往

忽略了这一点。在查阅两岸学术期刊时，笔者发现关于司马迁音乐思想的研究文章不超过 20

篇。因此，本文通过研究《乐记》《乐论》《乐书》的关系以及司马迁与《乐书》的关系，阐

述司马迁的音乐思想，以期能填补司马迁音乐思想研究的不足。 

一、《乐记》《乐论》《乐书》的关系 

司马迁音乐思想的研究，应当以《史记·乐书》为主要的研究材料。但学界对《乐书》

的作者、成篇年代历来有争论，有的学者认为是司马迁亲笔，有的学者认为是后人补缀。另

外，《乐书》内容基本上与《礼记·乐记》相同，大部分与《荀子·乐论》相同，有的学者认

为这 3 篇著作互相抄袭。有鉴于此，在论述司马迁的音乐思想前，我们有必要先厘清两个问

题：一是这三篇著作的关系；二是司马迁与《乐书》的关系。 

（一）《礼记·乐记》与《荀子·乐论》的关系 

针对这两篇文章有 700 多字内容完全相同的情况，历来学者多讨论谁抄谁的问题，近来

DOI:10.14058/j.cnki.tzxk.2022.01.018



杨兆贵，李倩宁：司马迁音乐思想研究 

 
  
·

  
128

  
·

  
 

学者侧重考辨两者的异同。黄意明发现两者在情感教育方面有 3 个区别：《乐记》更强调‚乐‛

来自人情，是内在感情的发动；《乐记》明确确立‚乐‛的形上根据；它们对人性的看法不尽

相同，《乐论》主要持自然人性论，《乐记》则兼自然人性论与性善论[2]。李慧子对两者关系

的看法基本与黄意明相同，并指出两者都认为乐是人情的表现，乐教有和睦人际关系、移风

易俗的功效；《乐论》写于《乐记》之后[3]12–13。王祎在比较《乐论》《乐记》在文本、音乐

思想上的异同后，认为与《乐记》相比，荀子‚乐与情通‛的看法更深刻，对音乐可治国平

天下的道理也说得比较系统，且更兼顾乐与德的关系；《乐记》则对音乐的本质、功能定位的

看法比较全面。两篇不存在谁抄谁的问题 [4]110–113。李荫指出，《乐记》重点对音乐与人心、

伦理、政治的关系及礼与乐的不同作用进行论述，突出音乐陶冶性情和安定社会的双重功能；

《乐论》主要论述礼乐的起源、音乐与人情的关系、音乐的中和之美与教化功能 [5]。王齐洲

认为《乐论》《乐记》同源异流，其思想都来自荀子，而写成于荀子弟子，两者不存在谁抄谁

的问题[6]。 

（二）《史记·乐书》与《礼记·乐记》的关系 

学者对《史记·乐书》与《礼记·乐记》关系的研究极少。王祎在比较《乐书》《乐记》

文本后，发现两者主要有 4 个方面的不同：篇节顺序有所不同；《乐书》补充‚卫灵公濮上听

乐‛一节；《乐书》开头结尾加‚太史公曰‛；两篇文章使用的字词不同，但不影响原意 [4]113–131。

不过，笔者比较这两篇文章，认为《乐书》有些字词的使用比《乐记》优胜，如《乐书》‚商

乱则捶，其臣坏‛的‚臣‛比《乐记》‚商乱则陂，其官坏‛的‚官‛优胜，因上文说‚宫为

君，商为臣‛。王祎还指出，《乐书》并非全盘照抄《乐记》，其思想重点是表达以国家社稷为

重的‚乐政之道‛[4]131–135。 

由于《乐书》写作年代比较清楚（汉代），而《乐记》成篇年代有争议，有学者认为《乐

书》成篇年代比《乐记》晚。先秦、汉代典籍经常出现这种情况：一些篇章的文字或句子与

其他篇章的相同或相近。对此，学者一般认为成书较晚的书、篇抄袭前代作品。其实，先秦

汉代没有抄袭这种观念，当时作者认为传世文献的部分段落或句子与自己的思想吻合，就会

直接或间接摘录下来，并写在自己的作品中。我们可用文学研究法研究这种文献或文学现象。

文学研究法包括三方面：一是撰写手法研究，即如何采取文学技巧安排和收集材料，使这些

材料成为一篇作品；二是作者、作品的思想与思想背景研究；三是文体研究 [7]。 

上述学者从文本、思想的异同来比较《乐记》《乐论》《乐书》，是值得借鉴的方法。因此，

笔者认为三者对音乐理论持相同看法的部分，可视为先秦汉代儒家对音乐理论的共同看法。  

二、司马迁与《乐书》的关系 

在《史记》的传统研究方面，学者认为司马迁与《乐书》的关系大致有 4 种情况。 

一是司马迁作《乐书》。明代茅坤、清代郭嵩焘持此主张。前者认为司马迁作《乐书》是

‚特述《乐记》之言而成文‛[8]1779。后者认为《礼书》《乐书》‚皆采缀旧文为之‛[8]1782。 

二是司马迁作《乐书》部分内容，其他部分由褚少孙补充。清代方苞持此看法，他感慨

于司马迁批评汉武帝‚不能损满持盈，极情纵欲‛，认为褚少孙‚乃疑其辞事之未终而续

焉‛[8]1780。现代学者刘咸炘、韩兆琦指出《乐书》由开头至‚世多有，故不论‛句是《乐书》

之序，‚为司马迁所作无疑‛[8]1784。 

三是《乐书》乃司马迁的草稿。南宋吕祖谦持此见。他认为‚自‘凡音之起’而下，则

草具而未成者也‛[8]1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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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乐书》非司马迁所作。南宋唐仲友、清代梁玉绳和吴汝纶等持此见。唐仲友赞成

《汉书·司马迁传》‚《史记》十篇，有录无书‛说[8]1779。梁玉绳指出《乐书》所记的汲黯、

公孙弘之事不合史实，‚《乐书》全缺，此乃后人所补，托之太史公也‛[8]1781。现代学者如杨

冬菊也持此说法[9]。 

三、司马迁的音乐思想 

由上可见，尽管学者对《乐书》与司马迁的关系看法纷纭，但可以确定的是，《乐书》由

开头至‚世多有，故不论‛的部分是司马迁所写，其后的内容与《乐记》基本上相同，除了

个别字词不同、个别章节次序有所调动。笔者认为，要研究司马迁的音乐思想，除了这段确

定为司马迁所写的文字，也应把《史记》属于司马迁所写的且与音乐有关的材料，一并加以

讨论②。基于学界对司马迁音乐思想寥寥无几的研究，本文希望在时贤研究的基础上更全面、

深入地阐释司马迁的音乐思想。 

（一）研究回顾 

学界研究司马迁音乐思想的论文也很少。陈四海、董菲指出司马迁继承传统儒家音乐观，

推崇民间音乐术人，为艺人著说立传[10]。杨冬菊认为司马迁的音乐思想包括音乐的社会功能，

对个人道德修养的作用以及倡导雅颂之音、崇尚音乐‚天人合一‛的自然主义思想等内

容[9]48–50，而且‚司马迁在《史记》中开创了一个先例，他第一个为艺人著说立传，写下《佞

幸列传》和《滑稽列传》，使我们得以在几千年后依然能够详细地了解当时风光无限的音乐家

李延年以及名震一时的优孟、郭舍人等俳优人‛[11]。李波认为司马迁既坚持以儒家标准对音

乐发展史、历代音乐制作者、一般历史人物的音乐活动等进行批评，又肯定情感在音乐中的

个性抒发[12]。张琪和王永航在考察司马迁音乐思想后认为：‚结合党中央以优秀的文化作品

引导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方向，涌现了各类各样的优秀音乐作品。这在笔者看来正是司马迁

音乐理念中的‘正教者皆始于音，音正而行正。故音乐者，所以动荡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

心也’的体现。‛[13]
 

（二）司马迁的音乐思想 

笔者认为，《乐书》由开头到‚世多有，故不论‛是司马迁所写，这一部分的内容反映了

司马迁的音乐思想；其他部分的内容与《乐记》相同，即便是‚司马迁的草稿‛，也不能反映

出其对音乐的独特看法；《史记》其他篇章记载的与音乐相关的史事都能反映司马迁的音乐观。

本文汇集《史记》中所有与音乐有关的史料，以此论述司马迁的音乐思想。  

1. 舜、西周既是政治的理想时代，又是音乐的理想时代 

司马迁在《陈杞世家》中称赞‚舜之德可谓至矣！禅位于夏，而后世血食者历三代‛；在

《游侠列传》中称赞舜是‚学士所谓有道仁人也‛；在《夏本纪》中记载皋陶和帝舜作歌相互

告诫；在《乐书》中称赞舜当天子时，重提‚君臣相敕，维是几安‛，即君臣互相勉励，国家

才能安定。 

周成王痛惜三监之乱给国家带来的危难，于是谨慎修德，善于守成，彻底消灭殷商王朝

的残余势力，巩固了周室在东方的统治。所以，司马迁在《乐书》中称赞周成王‚作颂，推

己惩艾，悲彼家难，可不谓战战恐惧，善守善终哉‛。 

司马迁称赞周公是‚大德‛：‚不为约则修德，满则弃礼，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

泽而歌咏勤苦，非大德谁能如斯！‛周公不因贫窘而修炼道德，不因富足而放弃礼仪，逸乐时

想起初时的艰辛，平安时不忘创业的危险。故《无逸》说‚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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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逸，则知小人之依‛，即强调君主要先了解农民耕种和收获的艰辛、生活的疾苦，然后才能

享受安逸的生活。司马迁极推崇周公，认为他是孝子的典范，也是三代道统的代表，这其实

也是西汉儒家的共同看法[14]。司马迁赞成古书所说‚治定功成，礼乐乃兴‛之言，实际上他

应是针对周公说的③。 

综上所述，司马迁认为舜、西周是政治、音乐的理想时代，舜、周公、周成王是理想的

君主，他们的道德和作为对音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2. 制作音乐的原则是‚以损减为乐‛和节制、节欲 

司马迁在《乐书》里说：‚海内人道益深，其德益至，所乐者益异。满而不损则溢，盈而

不持则倾。凡作乐者，所以节乐。君子以谦退为礼，以损减为乐，乐其如此也。‛他认为人的

道德水平越高，所追求的娱乐就越不相同。他反对凡事做到极端，主张‚谦退‛‚损减‛，并

以此为制乐的原则。 

司马迁这一看法，应与其深受《老子》《易传》的影响以及从历史经验中吸取教训有关。

司马迁认为商纣、六国‚流沔沉佚‛以及秦二世‚尤以为娱‛而导致‚丧身灭宗‛，因此反对

过分沉湎，主张节制、减损。他在《殷本纪》中批评商纣滥用淫乐，认为‚作新淫声，北里

之舞，靡靡之乐‛是纣亡的原因之一。秦二世听信赵高之言，赵高说：‚五帝、三王乐各殊名，

示不相袭。上自朝廷，下至人民，得以接欢喜，合殷勤，非此和说不通，解泽不流，亦各一

世之化，度时之乐，何必华山之𫘧耳而后行远乎？‛赵高指出五帝、三王的音乐各有不同的

名称，以示互不相沿之意；音乐有交流欢乐感情、融洽亲切情意、传布恩泽之效，每一时代

有自己的教化，有适合自己的音乐。这番话本来是有道理的，问题是赵高并没提出秦代应有

什么特点的音乐，反而为秦二世沉溺声色找到了一个合理的借口。秦朝灭亡有很多原因，其

中与音乐有关的是秦二世‚恣心长夜‛，通宵达旦地放纵情欲。商纣、秦二世因沉湎音乐而导

致政权覆灭，是他们的共同点。 

司马迁不仅反对天子、君王过分沉湎音乐，而且批评为迎合上意而创作新声的音乐人。

他批评‚为变新声‛‚善承意‛的李延年。李延年是汉武帝宠妃李夫人之兄，也是佞幸之臣。

《孝武本纪》记武帝灭南越后，‚祷祠泰一、后土，始用乐舞，益召歌儿，作二十五弦瑟及箜

篌瑟自此起‛。《乐书》记载，武帝命作《郊祀歌》19 首，歌词多尔雅之文，‚通一经之士不

能独知其辞，皆集会《五经》家，相与共讲习读之，乃能通知其意‛，可见《郊祀歌》文辞相

当古雅深奥，必须由通晓五经的专家一起研读讨论，才能完全理解。李延年拜为协律都尉，

次序其声。他必先了解这些古奥歌辞的内涵，才能‚序其声‛，这足见他在古文、韵律、音乐

方面造诣极高。《佞幸列传》说：‚延年善歌，为变新声，而上方兴天地祠，欲造乐诗歌弦之。

延年善承意，弦次初诗。‛当时汉武帝热衷于祭祀天地鬼神，《封禅书》记载：‚天子益怠厌方

士之怪迂语矣，然羁縻不绝，冀遇其真。自此之后，方士言神祠者弥众，然其效可睹矣。‛武

帝为求成仙而做出不少荒唐之事，行为与秦始皇相同，费事且无用。方苞批评武帝‚席文景

之盛，不能损满持盈，极情纵欲，穷兵四远‛，所作所为与先王‚万民咸荡涤邪秽以饰厥性者

异矣‛[8]1780。 

司马迁还以节制、节欲为原则论衡古今音乐的发展。他在《乐书》中批评六国‚流沔沈

佚‛‚秦二世尤以为娱‛，而欣赏汉惠、文、景帝对音乐的无所作为，说‚孝惠、孝文、孝景

无所增更，于乐府习常肄旧而已‛。音乐对统治者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如果统治者充分利用雅

颂之类音乐的正常功能，那么音乐能起到移风易俗、‚助流教化‛之用；反之，如果统治者纵

情声乐，沉溺郑卫之音一类的音乐，那么就可能导致政权覆灭。因此，司马迁的音乐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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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深沉的历史和思想内涵。 

3. 音乐与政治密切相关 

司马迁认为音乐与政治有密切的关系。政治清明，音乐才和正。舜时‚君臣相敕，维是

几安‛，君臣互相勉励，国家安定。《五帝本纪》称赞‚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舜是天下理想

政德开始的帝王。当时，‚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于是禹乃兴《九招》之乐，致异物，凤皇

来翔‛。四海升平则音乐祥和，也即《传》所说‚治定功成，礼乐乃兴‛，也即《乐记》《乐书》

《诗大序》所说的‚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正和‛。 

相反，如果政治寙败，则淫乐出现。司马迁说：‚治道亏缺而郑音兴起。‛《乐记》说：‚郑

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比于慢矣。‛儒家认为郑卫之音是接近于轻忽怠慢那一类型的音乐 [15]。

即使圣人孔子曾经‚退正乐以诱世，作五章以刺时，犹莫之化‛，即孔子即便通过整理诗乐劝

诫世人，并创作诗歌以讽刺时政，也不能改变时风。司马迁认为，如果君主对郑卫之音不加

节制，太过沉湎，可能导致政权崩溃，纣王与秦二世就是典型人物，‚轻积细过，恣心长夜‛，

结果导致政权灭亡。 

《乐书》说：‚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感于物也……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

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礼、乐、刑、政都是君主统治的工具，且目标是一致的，即统一民心，

建立太平治世。这段文字可看作司马迁对音乐与政治关系密切说法的补充。  

4. 音乐与民情民俗密切相关 

司马迁在《乐书》中指出：‚以为州异国殊，情习不同，故博采风俗，协比声律，以补短

移化，助流政教。‛可见，司马迁承认各地习俗不同，民歌有异。中央政府收集各地民歌，调

和声律的高低清浊，合成乐歌，目的是补救时弊、移风易俗，有助于政令教化的推行。司马

迁的这种说法有其深刻的道德论思想——‚天子躬于明堂临观，而万民咸荡涤邪秽，斟酌饱

满，以饰厥性‛，即希望百姓在音乐熏陶中清除心灵污浊。  

此外，从‚海内人道益深，其德益至，所乐者益异……天子躬于明堂临观，而万民咸荡

涤邪秽‛这段话来看，司马迁认为人性并非完善，甚至有性恶论的倾向。他在《货殖列传》

中说：‚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

而心夸矜埶能之荣使。‛综览《史记》全书，可见司马迁的人性论比较复杂：他既继承荀子的

性恶论，肯定追求物质利益是人的共性，认为谋利是人性的本源；又继承孟子的性善论，认

为人为义而舍生，并以孟子的仁义标准去衡量君子 [16]。其实，孟子性善、荀子性恶论皆发端

于周公。周公的人性论认为人有为善或为恶的可能，从而影响了孟子、荀子的人性论 [17]。可

见，‚天子躬于明堂临观，而万民咸荡涤邪秽‛所反映的人性论，也是司马迁接受先秦儒家人

性论的部分内容。 

四、司马迁对传统音乐思想的继承和发扬 

（一）政治方面 

1. 司马迁认为音乐与政治有密切关系 

《乐书》说：‚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正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正乖；亡国之音哀以思，

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正通矣……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夔始作乐，以赏诸侯。故天

子之为乐也，以赏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谷时孰，然后赏之以乐……《大章》，章

之也；《咸池》，备也；《韶》，继也；《夏》，大也；殷周之乐尽也。‛《大章》是尧时之乐，以

彰显尧德；《咸池》是黄帝之乐，尧加以增修，彰示黄帝尧帝美德备施；《韶》是舜时之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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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舜能继承尧德；《夏》是禹时之乐，歌颂禹能光大尧舜之德。可见五帝时期帝王的德行极

高，音乐都反映、歌颂当时帝王的崇高品德。 

2. 司马迁认为每个时代的音乐都有自己的特点 

司马迁在《乐书》中讲述了舜至汉武期间音乐的发展、变化，如《雅》《颂》时期‚音理

而民正‛，春秋战国时期‚治道亏缺而郑音兴起‛，秦二世时‚尤以为娱‛，汉惠、文、景时‚习

常肄旧‛，因循而已。《乐书》《乐记》都说：‚五帝殊时，不相沿乐；三王异世，不相袭礼。‛ 

3. 司马迁认为音乐与政权兴亡有关 

司马迁认为秦二世沉溺声色，是导致秦亡的原因之一。这种看法应继承了《吕氏春秋·古

乐》篇对音乐的看法：‚有节、有侈，有正、有淫矣。贤者以昌，不贤者以亡。‛两种不同的

音乐导致两种不同的政治后果：贤者昌隆，不贤者败亡。  

4. 司马迁以音乐比喻政治伦理 

司马迁在《田敬仲完世家》中记述了邹忌告诉齐威王关于音乐与政治的关系：‚夫大弦浊

以春温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而舍之愉者，政令也；钧谐以鸣，大小相

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时也……夫复而不乱者，所以治昌也；连而径者，所以存亡也：故

曰琴音调而天下治。夫治国家而弭人民者，无若乎五音者。‛这里把君、相、政令、四时等与

音乐相比拟。《乐书》也有类似的比喻：‚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五者

不乱，则无惉�带之音矣。宫乱则荒，其君骄；商乱则捶，其臣坏；角乱则忧，其民怨；征乱

则哀，其事勤；羽乱则危，其财匮。五者皆乱，迭相陵，谓之慢。‛《乐书》从声律谐乱的原

理说明人事治乱的现象，在《乐记》中也有相同的记载。 

（二）道德方面 

司马迁认为音乐与君主的道德有密切关系，还把音乐与政治伦理相比拟。舜、周公、周

成王都是理想的君王，所以他们时代的音乐雅正。 

司马迁的这种看法，继承了孔子和荀子之见。孔子重视乐教，在《论语·泰伯》中提出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主张学乐以修己，教乐以成人。孔子认为推行乐教，能使所有

人受音乐熏陶，各自完善人格，内心提升至一个和谐、高尚的精神生活境界。孔子重视仁，

主张‚己立立人‛‚己达达人‛是仁德的表现。其音乐思想主要包括重视仁德，提倡雅乐，诗

礼相辅[18]66–69。荀子认为音乐可以影响道德，其音乐思想主要有寓教于乐，提升人格；以乐

辅治，促进生产[18]79–81。《乐论》说：‚乐者，所以道乐也，金石丝竹，所以道德也。‛美好的

音乐可以提高道德修养。《礼论》说：‚钟鼓管磬、琴瑟、竽笙，所以养耳也……和鸾之声，

步中《武》《象》，趋中《韶》《护》，所以养耳也。‛荀子所提倡的音乐应既能表现天地、自然

的和谐，又能体现崇高道德、呵护情感的品格。所以，《乐论》又说：‚君子以钟鼓导志，以

琴瑟乐心，动以干戚，饰以羽毛，从以磬管。故其清明象天，其广大象地，其俯仰周旋有似

于四时。‛可见，孔子、荀子都认为音乐教化对提升个人的道德境界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司马

迁接受了此观念，并不断地加以强调。 

（三）人心和人性方面 

心、性是中国思想史上两个极为重要的概念。虽然周公没直接谈心性，但《周书》相关

篇章已蕴含着心性论，为儒、道、法等先秦诸子导其先路 [19]。先秦诸子对心性的研究颇深，

而司马迁又对先秦诸子的学说有深入了解。 

司马迁认为音乐可使清除百姓心灵中的污浊，修养他们的情操。他在《乐书》中所说的

‚天子躬于明堂临观，而万民咸荡涤邪秽‛观点应继承自申叔和荀子。《国语·楚语上·申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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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论傅太子之道》记申叔时之言‚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认为学习音乐是为了扫除污

秽之气，提升净化心灵。荀子也有相同的看法。《乐论》说先王为了防乱，制《雅》《颂》之

声，‚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使夫邪污之气无由得接焉‛，‚乐行而志清‛，即音乐可以提升

人的心志，使之更加清明。李慧子认为荀子所说的心包括认知心、情欲心、道德心、意志心，

四心合作而合于道。音乐可以提升这四种心的能力 [3]58–67。荀子《乐论》认为音乐可以提升

人的道德心和起节制作用的意志心：‚听其《雅》《颂》之声，而志意得广焉；执其干戚，习

其俯仰屈伸，而容貌得庄焉；行其缀兆，要其节奏，而行列得正焉，进退得齐焉。‛  

另外，司马迁认为人很容易受外在环境（包括音乐）的影响。他说：‚《雅》《颂》之音理

而民正，𫪧噭之声兴而士奋，郑卫之曲动而心淫。及其调和谐合，鸟兽尽感，而况怀五常，

含好恶，自然之势也。‛《雅》《正》音乐得到整理，民风就端正；激奋的呼声一兴起，士卒就

振奋；郑卫之音一起唱，人心就流于放荡。可见，不同类型的音乐对人心产生不同的影响。

对于这种看法，《乐记》《乐论》都有提及。《乐记》说：‚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

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

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乐书》所记与此相同，但把‚反躬‛写成了‚反己‛。《乐论》也说：

‚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 

司马迁说百姓受雅正音乐影响，由‚万民咸荡涤邪秽‛‚以饰厥性‛可见他认为人性并非

完善，这明显是受了荀子的影响。荀子主张性恶论，《乐论》音乐美学思想的理论基础就是性

恶论[20]。 

（四）制乐方面 

司马迁主张以节欲为制乐原则，‚凡作乐者，所以节乐‛‚以损减为乐‛。这应是受了《老

子》《易传》《乐论》《乐记》等的影响。《老子》第 15 章说‚保此道者不欲盈‛，意思是保持

‚道‛的人不自满，才能去故更新[21]119；第 45 章说‚大盈若冲‛，意思是最充盈的东西像是

空虚一样[21]237，人的境界越高就越内敛、谦虚；第 48 章说‚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

无为‛，意思是为道要摒除偏执妄见，开阔心胸，探讨事物的本根，提升人的精神境界 [21]245。

《谦·彖传》说：‚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

《乐论》说：‚民有好恶之情而无喜怒之应，则乱。先王恶其乱也，故修其行，正其乐，而天

下顺焉。‛《乐书》《乐记》也说：‚是故先王制礼乐，人为之节。‛这说明礼的作用是节制人的

好恶之情、节制人的心志，因而先王制定丧礼、婚礼、射礼等，应‚礼节民心，乐和民声‛。 

（五）音乐分类方面 

司马迁把音乐分为官乐和民乐，其中官乐又分为正乐和淫乐。他说：‚以为州异国殊，情

习不同，故博采风俗，协比声律，以补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于明堂临观，而万民咸荡

涤邪秽，斟酌饱满，以饰厥性。‛从乐理来看，《雅》《颂》之音理为正乐，郑卫之曲为淫乐。

《荀子·乐论》把音乐分为正、邪两种：正音中正和平、肃穆庄严，包括《雅》《颂》之声，

邪音妖冶轻浮、淫荡轻慢。‚乐中平，则民和而不流；乐肃庄，则民齐而不乱……乐姚冶以险，

则民流僈鄙贱矣。流僈则乱，鄙贱则争。乱争则兵弱城犯，敌国危之……故礼乐废而邪音起

者，危削侮辱之本也。故先王贵礼乐而贱邪音。‛《吕氏春秋·古乐》也把音乐分为正、淫两

种，即‚有节有侈，有正有淫矣‛。 

 

综上可知，《史记·乐书》《礼记·乐记》《荀子·乐论》三者内容虽有重叠、相合之处，

但《乐记》《乐论》各有侧重点；《乐书》并非照抄《乐记》，里面有些思想、文字、段落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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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乐书》由开头到‚世多有，故不论‛是司马迁所写。研究司马迁的音乐思想不能只以

《乐书》这段文字为限，应结合整本《史记》相关材料进行论述。司马迁的音乐思想主要有：

唐舜、西周既是政治理想的时代，又是音乐的理想时代；以节制私欲为制乐原则；音乐与政

治有密切关系，政治良寙导致不同类型的音乐出现；音乐与民情民俗有密切的关系；音乐影

响着人心和人性。当然，司马迁的音乐思想有其理论渊源，主要是受《乐记》《乐论》的影响，

其次是《老子》《易传》《吕氏春秋》等音乐理论的影响。 

注释： 

① 本文涉及的先秦、汉代典籍内容引自香港中文大学汉达文库，下文不再对其标注。  

② 学者谓《史记》‚十篇有录无书‛，今本这 10 篇是后人所补，而非司马迁所写，因此，讨论司

马迁的音乐思想，不应把它们包括在内。 

③ 伏胜《尚书大传》说周公摄政 7 年，前 3 年敉平叛乱，第 4 年推行封建，第 5 年营建洛邑，

第 6 年制礼作乐。这就是说周公是在‚治定功成‛而制礼作乐的。《乐书》《乐记》写作‚王

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与此稍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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